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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宪政先驱 

王  焱

    1927年， 王国维在昆明湖投水自沉，史学家陈寅恪在挽诗中忧世伤生，回溯清季新政的历史，
有："当日英贤谁北斗？南皮太保方迂叟。忠顺勤劳矢素衷，中西体用资循诱"之句，对身兼政坛重臣、学
界巨擘的张之洞给予了高度评价。此时上距帝制中国解体、民国肇建已有16年了，而社会依然乱象频仍，
前景堪忧。陈寅恪通过对张之洞中体西用论的揄扬，表达了他对华夏社会未能通过渐进之路，最终走向英
国式的君主立宪政制的惋惜之情。  
    张之洞在晚清政治史上居于中心位置。他不仅是清流派中坚，也是洋务运动后殿，更是晚清推行新政
的要角，可谓一身而三任焉。在当时波诡云谲的政治风云变幻中，张之洞的最大特点即在于兼容新旧，稳
健明达而又能与时俱进。他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中体西用"主张。尽管此前冯桂芬、
薛福成等人对此都有论及，但《劝学篇》却集这一观点之大成，使之成为应对中西新旧之争的系统的政治
文化主张。  
    以往学界对张之洞的这一论点，未能给予客观全面的解说。论者往往从一种僵化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
立场出发，把张氏的"体"解释为国体政体之"体"，认为张之洞的观点实质上就是主张维护君主专制政体，
而辅以西方船坚炮利之术。其实，这根本不符合张氏的原意。张之洞主张维护三纲五常，固然是一种文化
保守主义主张，但却不必是政治保守主义的主张。特别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劝学篇》"西学之中，西
艺非要，西政最要"，"政尤急于艺"的提法。张之洞认为，中国文化要从西方吸取的，科学技术并不重要，
重要的倒是西政。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也仍然是非常大胆的主张。易言之，他的体用观也可以说是"中学
为体，西政为用"。那麽在其"君为臣纲"的价值理念下所能吸取的西政究竟是何种政体呢？首先绝不可能是
美国式的或法国式的共和政体。联系到张之洞在《劝学篇·正权》中关于法治优先于民主的阐述可以证
实，他心目中的理想政体只能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1901年，他在《致刘坤一等》的函札中更进一
步明确了这一"西用"的外延："其实变法有一紧要事，实为诸法之根，言之骇人耳。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
互相维持之法也。"在此明确表示了对西方宪政与代议民主政制的渴慕与心仪。清史学者孔祥吉教授晚近
通过对清代档案的细心爬梳，更发见张之洞推进清季宪政变革的大量文献史料。  
    中体西用说不仅分离了体与用，将体用一元的传统社会思想打开了缺口，而且明确划分了政治与文化
两个不同的价值领域，这在思想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严复当年曾以"牛体不能马用"来批驳"中体西
用"说，一时论者以为知言。其实正如已有论者指出的，这是对概念的偷换。张之洞的体用说并不是在实
体与功能的意义上讲的，而是在价值-工具的意义上使用的。中体西用论将文化价值系统作为"体"，而将政
治、经济视为"用"。这不但可以祛除君主政治的神话，还将从传统的价值理性中分化出工具之维，属于技
术操作层面的政治与经济，都可以纯从功能与效率方面加以改进，而不能因应西用的"体"，在这一过程中
将势必加以调整，改变其结构，体用两者由此展开，互动而渐变，资相循诱，不断推动华夏文化的创新与
发展，实不失为一种明达的变革主张。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溯"中体西用"说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源流（隐含道器分离，政治与文化两分的预
设），就可以看到，这一主张的出现其实并不自清季国势日蹙始。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即已在《日知录》中
对"亡国"和"亡天下"作出了著名的辨析。顾炎武的这一区分，实际上已为后来的文化为体，政治为用说开
了先河。如果我们了解西方思想界，直至汤因比写作《历史研究》，还误将邦国式微当成文明衰落，错把
国家解体当成社会消亡，就不难觇知"中体西用"论区分文化政治关系为体用关系，在思想史上委实具有重
要意义。  
    清季的维新变法运动有两种不同的派别主张。一派以张之洞、郭嵩焘以及陈宝箴、 陈三立父子等人为
代表。另一派则以康有为为其代表。前者的纲领是"中体西用"，而后者的纲领为"改制疑古"( 梁启超曾经
一语道破康氏疑古改制思想的底蕴说："有为的改制实有一种政治革命的意味。")由于前者不介入宫廷秘闱
间的帝后权力之争，导致急于亲政的光绪皇帝对康党的依赖，结果最终导致了戊戌维新的失败。  
    有意思的是，激进的康党与清廷的守旧派在政治上似乎水火不容，但他们执持的其实都是体用一元的
整体论思想。不过前者以为变法要同时变体变用，变政变教，必须来个整体性大解决，而康氏自己即以这
一今文公羊之教的大教主自居。而后者则以为体不可变，用也不可变。两者都将文化与政治化约为一个领
域。唯有中体西用论超越了两造的这一误区，为走出一元的传统社会作出了可行的规划。这一主张大略相



当于托克维尔所说的"改变法制可以不改变信仰"。而晚近自由主义的理论更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的分疏，那
些经由文化进化形成的规则是为理性所不及的，因而我们无法依据有限的理性加以重新构造；而政治社会
制度却是在这些文化规则的约束下可以进行变革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由于价值迷失，误以政治为全能，
往往将不同的价值领域统统化约到政治领域中，视政治领域为终极关切所在，而不能理解把政治作
为"用"，作为维护个人与社会权利的一种技术和工具，结果混淆了恺撒的世界与上帝的世界，造成政治系
统的极度膨胀，乃至最终导致国家对于社会文化领域的全面吞噬。这种对于政治的过事推崇，其实往往不
过是全能政治下的一种意识形态立场。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认识甚至远远落后于张之洞。  
    近代中国政治社会的转型所包罗的内容虽然繁复，其核心却在于通过宪政的实施，划分公私界域，并
对国家权力作出规范与限制，所以问题不在于采纳君主制还是共和制，而在于通过宪政与法治的落实，使
权力分立并加以制衡。激进的共和主义以为将绝对权力从皇权国家移交给抽象的"公意"之手（由君主制变
为共和制）就算了事，实在是文不对题。就深层而言，宪政对于国家权力的限制所包含的意义，还不仅仅
止于此，它更包含了对个人价值与权利的维护。美国宪政理论家弗里德利克（C.J.Friedrich）指出：宪政
的"核心目标是保护身为政治人的政治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保护他们享有真正的自治。宪法旨在维护具有
尊严和价值的自我（self），宪政意味着保护自我的尊严与价值，因为自我被视为首要的价值……因此宪法
的功能也可以被阐释为规定和维护人权的。……在整个西方宪政史中始终不变的一个观念是：人类的个体
具有最高的价值，它应当免受其统治者的干预，无论这一统治者为君王、政党，还是大多数公众。"正因
如此，美国政治学家萨托利进一步指出："宪政就是自由主义的制度"。由此我们可以说，在清季民初，君
主立宪意义上的中体西用论，也就是那个时代自由主义的政治纲领。  
    然而，昧于世界大势而又颟顸无知的清廷权贵，"沉酣朝野仍如故，巢燕何曾危幕惧。君宪徒闻俟九
年，庙谟已是争孤注（当时预备十年后立宪，清廷迫于在野舆论，减少一年，正宋人谓寇准劝真宗渡河为
争最后之孤注也----陈寅恪注）。"史家陈寅恪当年曾为如同燕巢危幕的清廷君臣上下一再延宕实行立宪而
扼腕叹息。一边是鲁莽褊狭的康党，一边是腐朽因循的清廷权贵，两造之间主张中体西用的维新力量，最
终未能成为清季的政治主流。他们的苦心孤诣，无人心会。历史的吊诡，使帝制的中国最终未能实现向现
代社会的转型，从而使华夏社会走上了另一条更为曲折艰难也更为暴戾惨烈的道路。失去了那一历史机
缘，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史家今日痛定思痛，回溯既往，幸耶，不幸耶？ 
    来源：宪政文本 
     

 

用 户 名： ⊙  （3－20个字符）
电子邮件： ⊙
用户评论： ⊙

      

 

    目前还没有评论。欢迎您成为第一位评论者！ 

  

中国法律文化   |   About law-culture   |   关于我们 

 发表评论  重置 



中国法律史学会 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承办 
电话：64022187  64070352  邮件:law-culture@163.com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15号   邮编:100720 


